
滨州无棣七旬环卫工丢失
三个月工资，好心人凑钱假装捡
到送还。“最暖谎言”的故事经由
齐鲁晚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
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日前，阿里天天正能量项目组决
定联合齐鲁晚报对三位“最暖谎
言”发起人进行奖励，每人颁发
两千元奖金。

这份奖励饱含敬意。乍看
上去，“最暖谎言”的故事不过
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的千
千万万好人好事中的一个，当
事人都是些平民百姓，捐助善
款额度并不大，故事情节也平
淡无奇。但是，就是这样一些
小人物演绎而成的一件小事，
在为一位环卫老人“找回”丢
失工资的同时，在这个寒冷的
冬季温暖了天南地北无数人
的心，赢得了广泛的敬意。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
果”，是因为“最暖谎言”蕴含
着一种纯粹而谦卑的善意。

在不少人那里，慈善早已
变得不那么纯粹。正因如此，
我们才会经常性地看到花样
百出的“慈善”景观。对有些人
而言，所谓善举更多的是一种
精心计算过的交易，行善的过
程就是投入产出的过程；更有
甚者，所谓善行根本就是一种
欺骗，是假借慈善的幌子做一
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相比而
言，“最暖谎言”发起人与参与
者们的善意要纯粹得多。这不
仅体现在行善过程中坚持不
对外说出自己的姓名，始终没
有表现出任何私心杂念，所思
所想只在于用自己的付出去
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虽说
不能要求每一次善举都出于

如此纯粹的善意，也不是说所
有的慈善必须这么纯粹才有
价值，但毫无疑问，“最暖谎
言”在善意上的纯粹性难能可
贵，令人肃然起敬。

即使是纯粹的善意，也需
要合宜的表达方式。在很大程
度上，善意的表达方式决定着
善意的真实“品质”。在这方
面，“最暖谎言”的发起人与参
与者们有着更为难能可贵的
表现。这集中体现在他们的

“说谎”上。为了让受助者能相
信、能接受，刻意编织一个“合
情合理”的“谎言”，以捡到工
资如数奉还的方式达成慈善
的目的。这样的善意表现出一
种稀缺的谦卑，很好地顾及到
了慈善对象的人格尊严。相比
之下，在有些人那里，行善往
往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种居

高临下俯瞰的过程，慈善在有
意无意间成为一种个人优越
感的彰显与盛气凌人的施舍。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行善在
帮助人的同时，也往往会伤害
人，诸如令受助者产生强烈的
挫败感等等。

“最暖谎言”的小人物们
用一件小事告诉人们，这个社
会从来不缺善意，只是需要我
们去发现。至此，让我们以阿
里正能量的颁奖词向“最暖谎
言”里的可爱的小人物们致
敬：“一个善意的谎言，暖了一
个无助的老人，暖了一座冬天
的城。这世界上有太多的心
酸，也有好心人的温暖。他们
说自己做得微不足道，甚至不
愿透露姓名，他们只是不知
道，世界正因为有更多像他们
一样的人，才会变得更美好。”

“最暖谎言”暖在善意的纯粹与谦卑

“再婚不得办酒”，既是歧视也是侵权

葛一家之言

个税征收不能“见鹅就拔毛”

近日，财政部部长肖捷表
示，研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
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是今年的工
作重点之一。对此，老百姓并不
关心纷繁复杂的分类计算和专
项抵扣办法，他们最关心的是改
革之后我的生活质量是提高了
还是下降了。

历史地看，个税免征额从
1980 年的 800 元，在 2005 年、
2007 年与 2011 年先后调整为
1600 元、2000 元、3500 元。数值是
提高了，但以当年社会平均收入
与个税免征额的比值计算，纳税
人的税负没有下降多少。1980 年
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是 762 元，
月平均工资是 64 元，当时的个
税免征额是月平均工资的 12 . 5
倍，有资格被征个税的，是极少
数的高收入者。而 2015 年全国
职工平均月薪为 5169 元，个税
基本人人有份。《人民日报》就曾
发表坦率批评：个税征收不能

“见鹅就拔毛”。
以上算的是微观的个人账

本，现在再来算宏观的国家账
本。考察 2000 年到 2015 年的国
家个税收入，16 年间，个税占财
政收入的比重长期在 6% 上下
浮动，从总量上看，增长了 12
倍。而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00

年的年平均工资是 9333 元，到
2015 年仅增长了 5 . 65 倍。可见，
这 16 年间国家个税收入的增长
相当于居民收入增长的两倍，纳
税人负担有增无减。

免征额是个税改革之树的
主干，税率是枝，抵扣办法是叶，
主次关系不能乱。现在税率档次
比较多，最高的竟然达到了 45%，
工资收入特别高的人，比如具有
创新能力的人，容易挫伤创新和
奋斗的积极性。税收的根本目的
是通过收入再分配实现社会公
平，而非简单地“劫富济贫”。如
果因为税负原因削弱了创新创
造的积极性，并不利于中国经济
走出 L 形的沉闷期。个税改革太
慢，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最大问题是许多城市里的
中低收入者被当做“高收入群
体”征税。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人才机构的数据显示，上班族的
平均月收入是 9000 多元，除去
房贷房租和日常支出就所剩无
几，如果还被征收过高金额的个
税，可谓苦不堪言。

因此，个税改革必须接地
气，保持弹性，与当地的收入中
位线和消费水平相适应，并结
合家庭因素作出安排。这种弹
性表现在数据上跟房价挂钩，
表现在时间上根据经济指数随
时进行调整。（摘自《中国青年
报》，作者陶舜）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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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志峰

贵州凯里出台操办酒席
新规：复婚、再婚，不得办酒。1
月 16 日，记者从贵州凯里市
委办公室获悉，该市“两办”于
日前印发了《凯里市规范操办
酒席行为实施办法（试行）》的
通知，重新对婚丧操办酒席范
围、规模和申报程序进行了修
改。其中，复婚、再婚不得操办
酒席，一事多办、一事多地办
等情况也属违规操办酒席行
为。（ 1 月 17 日人民网）

复婚、再婚为何不得办酒？
难道复婚和再婚就低人一等？现
行法律规定，公民婚姻自由，复
婚、再婚跟初婚一样，都是受法
律保护的，都是个人的自由选
择，具有平等的法律效力，不该
受到区别对待。复婚、再婚者想
要庆贺一下、留个纪念，完全合
情合理，并非非分要求。时代发

展到今天，此类条款赫然出现在
地方政府的规定中，难免让人觉
得心里不是滋味。

实际上，近年来类似的规
定有不少，此前广为人知的一
个案例是：四川宣汉县一村民
为自己母亲办寿宴，但当天就
被举报违规办宴席，随后被要
求缴纳 650 元“违规办宴席认
识费”。当地纪委表示，为了制
止频繁办酒席的风气，各村此
前均出台了村规民约，该村民
所在的龙湾村规定，家中老人
只能在 80 岁或 90 岁的时候
才能办寿宴，而当事村民为母
亲办寿宴时，其母亲只有 87
岁，据此认定该村民违反了村
规民约，故做出上述处理。湖
北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的
规定更细：领导家庭（村“两
委”班子成员）吸烟不得超过
10 元/盒，酒不得超过 60 元/
瓶；干部家庭（企业中层副职
以上干部）和中等以上收入家
庭吸烟不得超过 5 元/盒，酒
不得超过 50 元/瓶；普通职工

家庭和普通村民家庭吸烟不
得超过 2 元/盒，酒不得超过
20 元/瓶。媒体对此报道后，也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甚至有网
友连呼“奇葩”。

当然我们也知道，多个地方
相继出台相关规定，都是为了制
止“巧立名目乱办滥办酒席”的
不正之风，进一步遏制“人情消
费”，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
俭、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着
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
环境，出发点并不为错。只不
过，其中的某些规定（比如“复
婚、再婚不得办酒”）既不合
理，也不具备可操作性，有“拍
脑袋决策”和“土政策”之嫌。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其有违依
法行政——— 现行法律并无禁
止或限制民众办酒席的强制
条文，这么做显然缺乏法律依
据。大操大办甚至巧立名目乱
办滥办酒席当然不对，但主要
应通过教育引导来予以矫正，
地方政府不能强行干预、不能侵
权，必须守住依法行政的底线。

如何避免“为回家让父母告状”的尴尬

□唐伟

李新是家中的独子，大学
毕业后，他在距离老家千里之
外的浙江某地一家外企找到
一份不错的工作。由于是外
企，公司里很多规定都很有自
己国家的特色，比如，休假是
按照其国内的法定假期来安
排。为了能回家多陪陪父母，
李新不惜主动要求父母把自
己告上法庭，成为被告，最终
拿着法院的判决才请了假、回
了家、看了爹妈。( 1 月 18 日

《法制日报》)
都说“智慧藏于民间”，为

了能请假回家看看千里之外
的父母，外企员工只能采取

“让父母告状”的无奈之举，以
达到请假回家的目的。“不是
办法的办法”不具有复制性，
不过其暴露的问题却具有普
遍性。当职业成为回家看望父

母的羁绊之后，那么寻求法律
的高成本之法，却暴露出法律
制度缺乏威力、个体权利保护
不力、权利实现成本过高等诸
多现实问题。自然，“为回家让
父母告状”的尴尬，也是法律
与道德的双重尴尬。

有人认为，连请假都很难的
外企缺乏人性化，这样的工作不
要也罢，只要每个人都选择“用
脚投票”，那么用人单位才会作
出妥协与改变。诸如此类的观点
未免有些偏激，一分为二地看，
避免“为回家让父母告状”的尴
尬，还需要从多方发力。“求告
状”的做法尽管成本过高，不过
若能在解决个人诉求的同时，起
到普及法律和引发关注的效果，
早已超越个体局限而实现了影
响面的扩大化。

外企沿用国内的法定休假
日，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是一
种不妥的做法。对于外企如何执
行中国法定假日安排制度，还需
要进行法律确认。如果未能执行
国内的法定假休假办法，应当补

休假或者进行经济补偿，无法请
假或者假期时间安排不当，与管
理的缺位有一定的关系。严格管
理并不意味着剥夺正常的休息
权利，让外企的内部管理规定

“中国化”，才能做到普及化和有
效对接。

在请假受到限制的情况
下，权利方并没有向有关部门
投诉，或者寻求最经济有效的
方法，而是采取了“让父母告
状”的次优选择，足以说明权
利保护的机制不畅，让维权者
缺乏更经济、高效的选择途
径。假若劳动保护机构或者其
他权利部门、社会公益组织等
能够及时介入和干预，并提供
优质和高效的服务，那么情况
就会完全不一样。

偶然的事情，总有着必然
的因素。“为回家让父母告状”
戳中了权利保护的软肋，也是
权利救济环境不优的真实注
脚。针对问题对症下药，让制
度和责任真正坚挺起来，才可
消解“回家很难”的权利之忧。

如果治理大气污染的措
施，仅仅减少了大气污染物的
排放，那就只是对社会做了贡
献，而对企业来说，是没有经济
回报的投入。

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
执行主任陶光远认为，提高能
效才是治霾关键。如果采取的
措施，在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同
时，还提高了能效，减少了能
耗，就可获得节能的收益，这样
的综合治理措施不但不是企业
的经济负担，反而是提高企业
经济效益的投资。

相对于孩子的前途，房价
是否太高已经不重要。你是通
过高房价，在获取孩子的未来，
而孩子的未来是无价的。

经济学者马光远说，他从来
不鼓励年轻人租房子，因为这种

选择很害人。尽管高层一再强调
“房子是用来住的”，但住房公共
政策给房屋所有权赋予了很多
远远超越居住功能的价值。这是
大家宁可选择高位接盘也不愿
意选择租房的根源。

资本是敏锐的，高明的资
本更擅长于火中取栗。

乐视和融创“联姻”，是近
来资本市场的重头戏。在财经
专栏作家杨国英看来，尽管融
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与乐
视 CEO 贾跃亭是同乡，但此次

“联姻”仍是一场纯粹的商业交
易。孙宏斌此前并购的多是地
产公司，此次跨界并购，实际上
顺应了地产企业谋求转型的大
趋势。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葛一语中的

葛公民论坛

即使是纯粹的善意，也需
要合宜的表达方式。在有些人
那里，行善往往自觉不自觉地
成为一种居高临下俯瞰的过
程，慈善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一
种个人优越感的彰显与盛气凌
人的施舍。在某种意义上，这样
的行善在帮助人的同时，也往
往会伤害人，诸如令受助者产
生强烈的挫败感等等。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A02-PDF 版面

